
中国传统经典的自然观对二十一

世纪文明的可能疗愈

———从“天人合德”及“存有三态论”起论

林安梧∗

摘要: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弊端,需要我们汲取古圣先哲之智慧,重新思考

“天人合德”的关系。 我们沿着“新儒学之后”的一个可能的文化向度,用

“存有三态论”进一步阐述天人关系如何面对全球化与文化多元的新局。

“存有三态论”融摄华夏文明及西方文明,而以“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开

显”与“存有的执定”三者为体系建构支柱,它重视在现代化(外王)的历

程中重新调适公民正义与心性修养(内圣)的方法途径。 一方面恰当地

调适而上遂于“道”,另一方面则具体而落实于“生活世界”之中,在“多

元”中调理出“一统”。 同时,检讨“全球化”所可能带来的普遍性危机,

并寻求克服之道,即儒道佛三教思想所隐含的极可贵的意义治疗学思

维。 这将有助于开启诸多现代化之后的思想对话,并寻求进一步融通的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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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缘起：“新儒学”与“后新儒学”

1994 年初夏 4 月间,我在哈佛大学杜维明先生主持的儒学讨论会

上,首次发表了《后新儒学论纲》①。 这篇论纲可以视为我对“后新儒学”

总的理解。 1996 年,我又发表了论文《牟宗三先生之后:“护教的新儒

学”与“批判的新儒学”》②,这篇论文旨在经由“护教的”与“批判的”做

一显题式的对比,指出前者是以康德为对比及融通之主要资源,而后者

则以王船山两端而一致的哲学思考作为模型,并注重西方历史哲学、社

会哲学乃至现象学、解释学之发展,回溯当代新儒学之起源,重新诠释熊

十力,对牟先生则采取一种既批判又继承的方式。 再者,笔者对“理”

“心”“气”,“主体性”“生活世界”,“心性修养”“社会实践”,“本质主义”

“唯名论”,“传统” “现代” 等相关问题进行对比,做一概括轮廓式的描

绘。 最后,指出“后新儒学”薪尽火传的迈进。

1997 年,我扩大了 1994 年的“论纲”,进一步写成《咒术、专制、良知

与解咒:对“台湾当代新儒学的批判与前瞻”》③,这篇文章旨在对 1949 年

以后于台湾发荣滋长的“台湾当代新儒学”展开批判与前瞻。 笔者首先

指出,往昔儒家实践论的缺失在于,这一实践是境界的,是宗法的,是亲

情的,是血缘的,是咒术的,是专制的,这些一直都挂搭结合在一起,分不

清楚。 再者,笔者指出实践概念之为实践概念,应当是以其自为主体的

对象化活动所置成之对象,而使此对象如其对象,使此实在如其实在,进

而以感性的透入为起点,展开实践之历程,故对象如其对象,实在如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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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按:这一论纲是 1994 年春天 2 月间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访问时写下的,后来收在
林安梧《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 (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1996 年版,第 265—269
页)一书的附录三,题为《后新儒家哲学论纲》。
按:此文于 1996 年 12 月由笔者在“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央大学、东方人文基
金会等在台北举办的“第四届当代新儒学国际会议”上宣读。
此文在 1997 年发表于成功大学召开的“第一届台湾儒学国际会议”,现收录于林安梧《儒
学革命论:后新儒家哲学的问题向度》(学生书局 1997 年版)一书中。



在。 后新儒家的实践概念是要去开启一个新的“如” 这样的实践概念。

这是以其自为主体的对象化活动作为起点的,是以感性的擘分为始点

的,是以整个生活世界为场域的,是以历史社会总体为依归的。 这么说

来,后新儒家的人文性是一彻底的人文性,是解咒了的人文性,而不同于

往前的儒学仍然是一咒术中的人文性。 这旨在强调须经由一物质性的、

主体对象化的、实存的、主体的把握,因而这必然要开启一后新儒学的哲

学人类学式的崭新理解。 总而言之,老儒家的实践立足点是血缘的、宗

法的社会,是专制的、咒术的社会;新儒家的实践立足点是市民的、契约

的社会,是现代的、开放的社会;后新儒家的实践立足点是自由的、人类

的社会,是后现代的、社会的人类。

总的来说,我所强调的后新儒学不同于牟宗三先生的“道德的形而

上学”,而将之引到了人间而成为一“道德的人间学”。 在理论体系的构

造上,我亦不同于牟先生所建构的“两层存有论”,转化为“存有三态论”。

“存有三态论”是我从熊十力先生《新唯识论》开启的“体用合一论”所转

化而来的建构。 1991 年我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时,即预示了自己要走的路

向是“由牟宗三而熊十力,再经由熊十力而王船山”的哲学发展可能。 从

“牟宗三”到“熊十力”标示着由“两层存有论”回到“体用一如论”,这意

在“验诸伦常日用,重溯生命之源”。 进而再由“熊十力”归返“王船山”,

这标示着由“体用一如论”再转而为“乾坤并建论”,其意在“开启天地造

化之几,落实历史社会总体”。 笔者以为经由这样的回溯过程,将可以有

一新格局之缔造。 笔者近年即依此路径而提出“存有三态论”﹕存有的

根源、存有的彰显与存有的执定。 依此存有三态论,笔者进一步对当代

新儒学所强调“内圣”开出“外王”做一深度反省,指出当今儒学当立足于

“公民社会”,再回溯生命之源做一身心之安顿。 这可以说是“由外王而

内圣”的逆转性思考,这一逆转将使得“社会正义”优先于“心性修养”,

而我们亦可以因之而成就一崭新的“社会存有论”。 再者,这样的社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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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论与存有三态论是合汇一体的,这是由熊十力的哲学转折到王船山的

哲学,它特别着重的是历史社会总体的物质性与精神性,此中隐含着“两

端而一致”的辩证关联。 “存有三态论”与“社会存有论”的合汇同参,将

可以免除以心控身的弊病,可以免除主体主义的限制;而真切地正视身

心一如、乾坤并建,重视历史社会总体,建构以“社会正义”为核心的儒学

思考。①

二、
 

从“两层存有论”过渡到“存有三态论”

牟先生的哲学,一般来讲,可以用所谓的“两层存有论”去概括它。

所谓两层的存有论,是通过康德“现象与物自身”的超越区分,把现象

界视为所谓“执” 的存有,把物自身界、睿智界叫作“无执” 的存有,所

以,他在《现象与物自身》书中,谈所谓“执相”与“无执相” 的对照,构

造了现象界与睿智界的存有论,或者说是执的存有论与无执的存有论

两层。

这两层的存有论与康德的建构其实是不同的。 康德哲学的建构,重

点在知识论的建构,也就是通过“知性为自然立法”说明如何从现象界来

建构客观知识,至于属于睿智界的那个部分,并非人的智慧所能及,因为

人只具有 “ 感触的直觉” ( sensible
 

intuition), 而不具有 “ 智的直觉”

(intellectual
 

intuition),只有上帝才具有智的直觉。 但是在牟先生的系统

里面,他坚持中国传统的儒、道、佛三教工夫论的传统,强调通过修养实

践的工夫,可以使人从作为一般性的存在提升到一个更高存在的状态,

而当提升到一个更高存在状态的时候,他认为那是一个本然之我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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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以上所述是 2001 年 9 月 7—9 日在武汉大学举办的“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会
议”的论文,这篇文章后来修改为以《从“牟宗三”到“熊十力”再上溯“王船山”的哲学可
能———后新儒学的思考向度》为题的论文,刊于《鹅湖月刊》 2002 年 1 月第 27 卷第 7 期
(总号 319)。



态,或者说那是一个回到本来面目的状态。 就儒家来讲的话,那是一个

具有“性智”的状态,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仁义礼智”的状态,那样的状态

用传统的语词归约起来,就是所谓的“性智”;而道家用“玄智”这个词;佛

教则用“空智”这个词。①

不管是儒家的性智,还是道家的玄智、佛教的空智,牟先生借用了康

德“智的直觉”这个词,而说东方的哲学是儒、道、佛三教所呈现出来的,

三教都说人不只是具有感触的直觉,更具有智的直觉。 智的直觉跟感触

的直觉有何不同呢? 感触的直觉只能及于“现象”,而智的直觉可以及于

“物自身”,也就是说感触的直觉把抓的是现象,而智的直觉创造了物自

身。 物自身与现象是同一事物的两个面相,由此隐约可以看出智的直觉

与感触的直觉,总的来讲是归到本心,归到一心说。 在这里我们可以约

略把两层存有论的构造归到“一心开二门”中来。 所谓“一心开二门”是

牟先生借用了《大乘起信论》的构造。 心分成两门———心真如门和心生

灭门。 心真如门所对应的是物自身、睿智界;心生灭门所对应的就是一

般生生灭灭的现象界。 心真如门与心生灭门都还归一心。②

牟先生两层存有论的构造,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在于论述回到了哲

学的人类学的时候,他怎样去正视人呢? 怎样正视人那个本来面目的我

的状态呢? 那个我其实是一个纯粹的、超越的、自性的我,或睿智界的

我,即可以及于物自身界的那个我,那个我不是经验所能限制的,也不是

历史所能限制的,远超乎经验与历史之上,而又作用于经验与历史之中。

牟先生讲的“我”,其实是一个超越的、纯粹的形式之我。 在儒家这个我

是个道德的我;在佛家,这个我是个解脱的我;在道家,就是那个返璞归

真的真我。 他以这个作为他哲学最高的一个支柱。 就实际来说,这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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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按:以上所述,具可从牟宗三先生所著《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心体与性体》 《现象与物自
身》诸书中见到,这里做了一概括而总持的说法。 又请参见笔者:《当代新儒学之回顾、反
省与前瞻:从“两层存有论”到“存有三态论”的确立》,《鹅湖月刊》2000 年 5 月第 25 卷第
11 期(总号 299),第 36—46 页。
参见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第十四讲,学生书局 1999 年版。



有智的直觉能力的真我,可以说成就了一形而上的保存,但并未真切地

真有实践的开启。①

相对来说,自 1991 年以来,从熊十力体用哲学转化而出的存有三态

论,不同于“两层存有论”将问题的根结摆置在“一心开二门”的格局来思

考。 “存有三态论”是以“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彰显”“存有的执定”这三

阶层而立说的。 这样的立论虽颇有得于熊十力的体用哲学,而最重要的

则来自《易经》及《老子道德经》的理解、诠释与转化。② 依笔者之见,《易

经》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③,“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

器”④与《老子道德经》所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⑤,“天

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⑥,“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⑦等都可

以关联为一个大脉络来理解。

“道”是不可说的,是超乎一切话语系统之上的,是一切存在的根源。

“道”原初是处于“境识俱泯”的状态下的,可以说是一空无寂静的境域,

亦即老子所说的“无名天地之始”,也就是存有三态论的第一层状态,是

意识前的状态(pre-conscious
 

level),也可以说是“寂然不动”的状态,是秘

藏于形而上之道的状态。⑧

再者,值得一提的是,“道”不能永远秘藏于不可说的状态,“道”必经

由“可道”而开显,“道”之一字重在其不可说,由此不可说而可说,此是

“道可道”一语的解释。 再者,如此之“道”之必然开显则可以理解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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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林安梧:《当代新儒家哲学史论·无尽的哀思:悼念牟宗三先生兼论“形而上的保存
与实践的开启”》,明文书局 1996 年版。
按:关于“存有三态论”基本结构的想法初启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参见林安梧:《存有、意
识与实践》,东大图书公司 1993 年版,第 107—150 页。
[魏]王弼:《周易注》,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359 页。
[魏]王弼:《周易注》,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357 页。
张景、张松辉译注:《老子道德经》第 42 章,中华书局 2021 年版,第 178 页。
张景、张松辉译注:《老子道德经》第 40 章,中华书局 2021 年版,第 170 页。
张景、张松辉译注:《老子道德经》第 1 章,中华书局 2021 年版,第 1 页。
按:此见解实脱胎于 M.

 

Merleau-Ponty 的知觉现象学(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有趣
的是,此书的许多论点,就连书名都似乎与熊先生的《新唯识论》可以连在一起思考。



“生”,“生”者不生之生也,如其道而显现也,即如《易经》所说“见乃谓之

象”也。 总的来说,我们实亦可以说“道显为象”也,而如此之显现即为

“不生之生”,由此不生之生,必具体实现之、内化之,此即是“德”,“德蓄

之”,盖蓄之而为德也,承于道、著于德也。 就此而言,此当属存有的彰

显,是境识俱起而未有分别的状态,是即境即识,亦可以理解为纯粹意识

的状态(pure
 

conscious
 

level),是道生德蓄的状态,这是存有三态论的第

二层状态,是“感而遂通”的状态。①

老子除说“道可道”外,他又说“名可名”,而其《道德经》则由此“有

名”与“无名”而展开,这是说“道”必经由“可道”开启,而“可道”当落在

“名”上说,否则不足以为说。 “道”重在说其“不可说”,而“名”则重在说

其“一切话语、言说之源”,论其“言说、话语之源”,是一切言说话语之所

归,然非一般言说话语之所能涉,就其随言说话语之源而说亦是不可说

者,此亦当经由一言说话语之命定活动(名以定形)而展开,但此展开已

非原先恒常的话语言说之源,也因此说“名可名,非常名”。

“名”必经由一“可名”的活动,而走向“名以定形”,但“名”必本于

“无名”,这正是“天地之始”。 这正阐释了在一切言说话语未展开之前,

原是一虚空灵明的场域,我以为《老子道德经》所开启的“处所哲学” “场

域哲学”是迥异于以“主体性”为首出概念的哲学思考。② 因此,所谓“存

有的根源”并不是一敻然绝待的形而上之体,而是浑沦周浃、恢诡谲怪、

通而为一、境识俱泯、心物不二的场域生发。

“无名”本“不可名”,此“不可名” 又当隐含着一“可名”,由此“可

名”之彰显而为“有名”,有名者,经由命名的活动、主体的对象化活动,使

一对象成为一决定了的定象,这亦是老子所说的“始制有名”,这样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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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林安梧:《〈揭谛〉发刊词———“道”与“言”》,《揭谛》学刊创刊号,南华管理学院哲学
研究所 1997 年 6 月,第 1—14 页。
按:关于处所、场域、天地等概念多启发自日本京都学派的见解,特别是西田氏的《善的研
究》一书。 参见吉诺·皮奥维萨纳(Gino

 

Piovesana):《日本近代哲学思想史》,江日新译,
东大图书公司 1989 年版。



个活动即是对“有名万物之母”一句的诠解。 相对于“形而上者谓之道”,

此即是“形而下者谓之器”,经由形而下具体化的活动,经由主体的对象

化活动,使得那对象成了一决定了的定象。 又《易经》所说“见乃谓之象,

形乃谓之器”,“器”即此之谓也。 又老子“物形之”,“物” 即此之谓也。

落在存有的三态论来说,这属第三层,是“存有的执定”。 这是境识俱起

而了然分别,以识执境的状态,是意识之及于物的状态,是意识所及的阶

层(conscious
 

level),是念之涉于物,并即此而起一区别的作用。 《易经》

所谓“曲成万物而不遗”①当可用来阐释此。 若以 1996 年所为之《道言

论》来说,这是顺着前面所说的“道显为象,象以为形”,进而“言以定形”

的活动。

“名以定形”“言以成物”,言说话语才使得对象物成为对象物,但一

落言说话语的脉络便会因之形成一不可自已的出离活动,这样的力量之

不能自已,可以成为“物势”,是随着“物形之”而有的“势成之”。 这样的

“物势”正标明了“言说话语”所可能带来的反控与异化,真正的问题并不

是“物”,而是“名以定形”的“名”、“言以成物”的“言”,这名言(言说话

语)所挟带而来的趋势,是会导致反控与颠覆的,所谓“天下皆知美之为

美,斯恶已;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②,正是这一写照。 伴随着言

说话语挟带而生的利益、性好、权力、贪欲、趋势,将使得我们所展开的认

识活动与价值实践活动因之而扭曲、异化、变形,甚至是倒反。 就此来

说,即《道言论》所论“言业相随”也。 我也在这点上接受了哈贝马斯( J.

Habermas)有关“知识”与“趣向”(knowledge
 

and
 

interest)的论点。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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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魏]王弼:《周易注·系辞上》,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345 页。
张景、张松辉译注:《老子道德经》第 2 章,中华书局 2021 年版,第 10 页。
按:关于此,显然受到西方知识社会学传统之影响,如卡尔曼罕( Karl

 

Mannheim) 等之影
响,又哈贝马斯之见地,参见 Jurgen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Translated
 

by
 

Jeremy
 

J.
 

Shapiro,
 

Boston:
 

Beacon
 

Press,
 

1971。



三、
 

从“存有三态论”到“存有的治疗”之哲学诠释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①,落在存有三态论来理解,可以豁然

明白。 天下间一切对象物之所以为对象物,是经由一“有名” (“始制有

名”②)这样的命名活动、这样的主体对象化活动而构成的。 再进一步推

溯,这“有名”原生于“无名”,“言”始于“无言”,“言”与“默”连成一个不

可分的整体,“可说”必上溯于“不可说”,这便是“有生于无”。 显然地,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是从“存有的执定”往上溯而及于“存

有的彰显”,更往上溯而及于“存有的根源”。

相对来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③,就存有的三态论

来说,这是从“存有的根源”往下说,“道生一”是就“存有的根源”说,而

“一生二”是就“存有的开显”说,“二生三”是就“存有的执定”说,由此存

有的执定因对象物始成为对象物,此之谓“三生万物”。④

若关联着“默”与“言”、“不可说”与“可说”来论,“道”本为不可说,

如此之不可说是混合为一的,是一不可分的整体,“道”本为空无,而有一

不生之生的显现可能,即此显现而为一不可分的整体,这即为“道生一”,

“道生一”总落在“存有的根源”一层立说。 道既显现为一不可分的整体,

如此不可分的整体虽仍为不可说,但这样的不可说之整体便又隐含着另

一对立面的可能,如此之对立面实由此整体所分别而来,既有分别,便由

原先之“不可说”转为“可说”。 如此“不可说”而“可说”,此即所谓的“一

生二”是也。 进到此“一生二”之境域,实即为存有的开显之境域。 如此

之“可说”又必然地指向于“说”,“可说而说”,这是主体的对象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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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张景、张松辉译注:《老子道德经》第 40 章,中华书局 2021 年版,第 170 页。
张景、张松辉译注:《老子道德经》第 32 章,中华书局 2021 年版,第 129 页。
张景、张松辉译注:《老子道德经》第 42 章,中华书局 2021 年版,第 178 页。
参见前揭文《〈揭谛〉发刊词———“道”与“言”》(第 5—6 页)。



如此使得一切存在之对象成为一决定了的定象,这即是“二生三”。 “道

生一”是由空无性进到总体的根源性,而“一生二”是由此总体的根源性

进到两端的对偶性,而“二生三”则是由此两端的对偶性进到具体的个别

性,由此具体的个别性才能说天地万物之存在,这即是“三生万物”。 这

是由“说”而“说出了对象”,由具体的个别性具体化为一个别之具体物。

若进一步阐述,我们亦可说此“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是“未显之不可说”,而“一”是“已显之不可说”,“二”是“未执之可

说”,“三”是“未执之说”,“万物”即为“已说之执”。 若关联到我多年来

所阐述的中国解释学的五个层次:“道” “意” “象” “构” “言”,“道生一”

即为“道显为意”,“一生二” 即为“意显为象”,“二生三” 即是“象以为

构”,而“三生万物”则是“以言为构”。 “道”是总体浑沦而未发,“意”是

将发未发之几微,“象”是显现而无分别,“构”则是显现而有分别,“言”

则是分别而为对象物。①

由于道家思想的熏陶,让我深切地体会到我们这个族群有一极为可

贵的地方,迥非西方文化主流所能及,这就在于我们在言说话语之上有

一“超乎言说话语的存在”,“可说”与“不可说”、“言”与“默”并不是断

裂的,而是连续的。 我们早在两千余年前即清楚地知晓“名以定形” “言

以成物”②,任何一个客观的对象物都不是一既定的存在,而是经由言说

话语所建构的存在。 正因如此,凡所谓的存在的异化都不是来自存在本

身,而是来自言说话语的建构,这是 “话语的异化”,而不是 “ 存有的

异化”。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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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按:关于此“道、意、象、形、言”,首见于《革命的孔子:熊十力儒学中孔子原型》一文,涉及
“诠释方法论及其相关问题”处,参见《儒学革命论:后新儒家哲学的问题向度》 (学生书局
1997 年版,第 169 页)。 进一步的论述,参见林安梧《人文学方法论:诠释的存有学探源》
(读册文化事业公司 2003 年版,第 145—176 页)。
按:“名以定形”最早由王弼提出,其亦有“名以定物”,“名者,尚乎定真”,参见王志铭编:
《老子微旨例略·王弼注总辑》,东升出版事业公司 1980 年版,第 5—6 页。
参见林安梧:《中国宗教与意义治疗·语言的异化与存有的治疗》,明文书局 1996 年版,第
139—175 页。



就西方当代哲学涉及于此者来说,我以为工夫倒做了。 他们判之为

“存有的异化”,再企求一“话语的治疗”;实则,应该判之为“话语的异

化”,所当求的是“存有的治疗”。 我认为这可以看出西方以“Logos”为核

心的思考,此不同于我们中土以“道”为核心的思考。 正因“道”论的传

统,我们才不拘于“语言是存有的居宅”,而说“存有(道)是语言形而上

的居宅”,而“语言则是存有(道)落实于人间世的居宅”。① “存有” (道)

与“语言”两者的关系,借用王夫之的哲学用语,应是“两端而一致”的关

系。② 所谓“异化”的克服即须在此“两端而一致”的格局下来思考。

如前所述,从“存有三态论”的格局看来,所谓“存有的治疗”便是真

切去面对“存有的执定”及其伴随而生的贪取、利益、权力、占有、欲求等

等,经由一种“存有的归返”活动,回到原先存有的开显,乃溯及于存有的

本源;再如其所依此存有之本源开显其自己,并在此场域中获得一种苏

醒与调剂的可能。 换言之,道家义下的存有的治疗,它所重的并不在于

存有的执定这层次的对治,而是经由存有的归返活动,让自己能回到境

识俱泯的根源性状态,因之而使生命能如其自如地生长。

现在,我们且以老子《道德经》为例阐述之。 其云:

致虚极,守静笃。 万物并作,吾以观复。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

根。 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不知常,妄作,凶。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③

这是我讲习老子最常引用的经文段落,我亦因之而于存有三态论所隐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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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按:关于“语言”与“存有”的见地,颇受海德格尔的启发。 海氏见解,参见氏著:《走向语言
之途》,孙周兴译,时报文化事业公司 1993 年版。
按:关于“两端而一致”的思考,参见林安梧:《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东大图书公司
1987 年版,第 71—96 页。
张景、张松辉译注:《老子道德经》第 16 章,中华书局 2021 年版,第 64 页。



的治疗学思维,更无所疑。① “致虚”“守静”这是对于存有的执定与伴随

而生的染污的撤除活动,是一“涤除” 的工夫,由此“涤除”,才得“玄

览”。② 由这样的撤除活动,我们才能“损之又损”,回到“存有的根源”,

才能有一“存有的光照”(即所谓“玄览”,或作“玄鉴”)。 换言之,致虚守

静看似一消极性的撤离活动,但实为一积极性的光照,是来自存有自己

的光照。 经由如此之光照,万物如其自如地生长着,这便是所说的“万物

并作”。 能致虚、守静,能得存有的光照,方得“观复”。 “观复”是就人往

上说,而“玄览”则就道往下说,是一体之两面。 “观复”是就存在的现实

居宅往上说,而“玄览”则是就形而上的居宅往下说。 玄览是一道体的照

明,而观复则是一修养功夫,这功夫是连着前面所说的“致虚”与“守静”

而开启的。

“致虚”“守静” “观复” “归根” “复命”这些字眼或可以做多方的阐

释,但总的来说,他们都指向一存有的回归,并经由这存有的回归而获得

存有的治疗。 “存有的回归”,无他,只是回复生命之常罢了。 能体会得

此生命之常,即为智慧通达之人。 不能体会生命之常,无知妄作,必然招

致凶祸。 能体会得此生命之常,便能有所容。 能有所容,则无不公矣。

当回到生命的存有之源,得此存有之源的浸润,有一生命的温润之情,自

能有一相与融通合汇之可能(常乃容),如此才能凝成一有力量的社会共

同体(容乃公),能如此才能通天地人,成为此共同体之领导者(公乃王),

这样的一个现实政治的领导者才能朝向普遍理想(王乃天)。 如此之普

遍理想并不是敻然超于物外,而是通同于一根源性的总体(天乃道),能

通于此根源自能长久不息(道乃久),终其身永不停歇(没身不殆)。 显然

地,存有的回归便隐含着存有的治疗,而所谓的治疗便在于存有的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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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按:关于将儒、释、道三教视为治疗学的论点,傅伟勋先生首发其端,见氏著:《弗兰克尔与
意义治疗法》,收入氏著:《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东大图书公司 1986 年版,第 171—
179 页)。 后来,我循此理路发展成了《中国宗教与意义治疗》的总体脉络。
张景、张松辉译注:《老子道德经》第 10 章,中华书局 2021 年版,第 43 页。



总的来说,这是修道与体道的活动。①

如上所述,这样的“存有的治疗学”得之于道家的启发颇多,它走出

了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的诠释角度,而往社会存有学、社会实践学迈进。

他意图跨过“儒主道辅”的儒家主流思考,而强调“儒道同源” “儒道相

生”“儒道互补”。 依这样的诠释,我们发现道家不再只是强调主观修正

的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儒家也不再是以“心性修养论”为核心的“道德

的形而上学”。 当然,也就不再是以“一心开二门”的格局来建立“两层存

有论”,而是以“天地人交与参赞成的根源性总体”,“境识一体”,“物者

心之物也,心者物之心也”②去阐释“存有三态论”的理论可能。 当然,这

也就不再是“如何由内圣开出外王”的思考,而得思考“内圣外王交与为

体”,甚至相对于以前,反过来要思考 “ 如何由外王而调理出新的内

圣”来。③

四、
 

中西文化之哲学对比及其交谈辩证之可能

如上所说,后新儒家哲学之哲学观,强调的“哲学”是无法离开我们

生活世界的。 再说,哲学是我们生活于天地之间,对于宇宙人生万有一

切的根源性反省。 哲学之为一种追本溯源、后设反思的学问,这是不变

的;哲学仍然免不了要处理存在、知识与实践的问题,哲学仍须得正视

“天人”“物我” “人己”等基础性、根源性的问题。 或者,更彻底地说,哲

学必须从人之处于天地之间的“参赞姿态”来思考起,哲学必须从“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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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张景、张松辉译注:《老子道德经》第 16 章,中华书局 2021 年版,第 64 页。
按:“天地人交与参赞成的根源性总体”一语可用来诠释“道”,是我二十余年讲习诸家经
典而后订定的;而“境识一体”则有取于熊先生体用哲学之理解;“物者心之物也,心者物
之心也”则是王船山哲学的观点。 参见氏著:《“道” “德” 释义:儒道同源互补的义理阐
述》,《鹅湖月刊》第 28 卷第 10 期(总号 334),2003 年版,第 23—29 页。
参见林安梧:《后新儒学的社会哲学:契约、责任与“一体之仁”———迈向以社会正义论为
核心的儒学思考》,《思与言》第 39 卷第 4 期,2001 年 12 月,第 57—82 页。



“生”所可能的“自由”之渴求来思考问题,人必须从这最基础最根源的地

方来思考他与世界的连结问题。

举个比喻来说,我们用餐时,使用“筷子”与使用“叉子”就表现出两

套不同的联结方式,它甚至可以说是“东西文化”异同的具体表现。 使用

“筷子”是“主体”通过“中介者”连接到“客体”,而构成一个整体,并且在

达到一均衡状态下,我们才能适度举起客体。 相对来说,使用“叉子”是

“主体”通过“中介者”强力侵入“客体”,并确立此客体,因之而举起这客

体。 前者,可以视为“主客和合不二”的连续体式的思考方式,而后者则

可以视之为“主客对立,以主摄客”的断裂型的思考方式。 如果关系到

“天人”“物我”“人己”等向度来思考,我们将可以说“筷子”式的思考方

式是“天人”“物我” “人己”统而为一的思考方式,它是存有的连续观下

的思考方式;而“叉子”式的思考方式是“神人、物我、人己”分而为二的思

考方式,它可以说是存有的断裂观下的思考方式。 “存有的连续观” 与

“存有的断裂观”的对比下,中西文明的确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我们华夏

族群强调的是“气的感通”,而相对来说西方文明的重点则在“言说的论

定”。 我们重在“天人”“物我”“人己”通而为一,天人合德,物我不二,人

己为一。 我们没有像希伯来宗教所强调的超越人格神为主导的一神论

传统,代之而来的是“天地人交与参赞为一不可分的总体”,而自这一总

体的根源而有了道德创生论传统。①

我们没有像西方古希腊以来那么强的言说话语传统,我们虽然也有

科学,但我们更讲求的是在言说话语之上的“气”的神妙处,落实而有的

巧夺天工。 我们没有像罗马以来所强调的法律契约传统,我们虽然也有

国法、乡约,但我们更注重的是“道生之,德蓄之”②,“一体之仁”③的孝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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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按:关于“筷子与叉子”的对比思考,是关联着“存有的连续观”与“存有的断裂观”而展开
的,参见林安梧:《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1996 年版,第
85—108 页。
张景、张松辉译注:《老子道德经》第 51 章,中华书局 2021 年版,第 210 页。
[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中《大学问》,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66—1067 页。



人伦的传统。 更有趣的是,截至目前,很少有一个那么完整且又历劫而

不衰的文化传统,竟然是使用着图像性的文字。 它将“言” 与“默”,将

“具体”与“普遍”,将“有”与“无”等看似两端矛盾的范畴,彻彻底底地联

结成一不可分的整体。

古希腊的科学传统、希伯来的宗教传统、罗马的法律契约传统,构成

了西方文明中“物我” “天人” “人己”三个向度的主要内涵,充分显示了

“存有的断裂观”的实况。 中国文化中的“物我”是一气之感通,“天人”

是“和合其德”,而“人己”则是“一体之仁”,这充分显示了“存有的连续

观”的实况。 在宗教的向度上,我们立基于人虽有限而可以无限,因此人

要的是经由原先就有的根源性的道德之善的实践动力,去完善自己、成

就自己,所谓“成圣成贤”,都可以置于这样的规格下来理解。 这不同于

西方基督宗教的传统,强调人的“原罪”,及上帝对于人的“救赎”;也不同

于印度宗教的传统,强调人的“苦业”,及相对而有的“解脱”。 在社会的

向度来说,我们强调的不是契约性的社会联结,不是客观法则性的重视,

而是“血缘性的自然联结”,以及此中所隐含的“人格性的道德联结”;与

其说是国法、天理的优位,毋宁我们强调的是亲情、伦理的重视。 我们重

视的不是主体的对象化活动,我们不强调“存在与思维的一致性”;我们

强调的是“存在与价值的和合性”,我们不强调“以言代知,以知代思,以

思代在”,我们深深知道“言外有知,知外有思,思外有在”。① “存在的觉

知”一直是我们所注重的,至于“话语的论定”,我们则一直以为那是使得

主体的对象化所以可能的必要过程,是一切人间符号的执定过程,它使

得那对象成了一决定了的定象,人间一切话语的操作与控制因之而生。

换言之,我们对于人使用符号系统因之而导生的科学与技术,一直保持

着警惕之心。 老子、庄子书中这些反省很多,而且很为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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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我们强调的是“存在与价值的和合性”,所以我们格外重视人

与天地万物之间的价值意味关系,我们将“天、地、人”称为“三才”,并强

调人参赞于天地之造化,人要效天法地,像《易经》就说“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①,而《道德经》就说“人法地,地法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②,原来“存在”都隐含着价值意味,都可以经由价

值意义的象征而开启其实践的指向。 “存在”并不能单只是经由话语符

号文字的控驭来“利用”就可以,我们强调这里必须经由“正德”的基本功

夫,才能进一步利用、厚生。

伴随着西方现代化之后的大幅反省,海德格尔对整个西方哲学史进

行了深切批判,他对“存有的遗忘”进行针砭,并强调:人作为一活生生的

实存而有这样的“此有”(Da-sein),他是一切生活场域的启动点,是人参

赞于天地之间的触动点,人是生活在这活生生而当下的生活世界的。 人

不能外于此,而将那主体的对象化活动所成的定象世界当成存有自身来

处理,人不能如此自弃的遗忘这真实的存有。 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

乃至进入二十一世纪,人们原先所操控的“话语”也受到极深切的注意,

诠释学的兴起使得哲学史的发展有了“语言学的转向” ( linguistic
 

turn),

它使得人们有机会涉及更为真切的实存向度。 不过,由于长久以来“存

在与思维的一致性”原则,更使得人们警惕地要从此中挣脱出来,而后果

则是陷入严重的虚无之中。 显然地,“解构”的呼声已继“权力意志”的追

求,而成为时下的口头禅。 早先,尼采(F. Nietzsche)喊着“价值重估”,而

现在则不知“价值何在”,人处在意义虚无之中,所不同的是没有早先存

在主义者的荒谬感,而代之而来的却是“虚幻即是真实”。 似乎,大家仍

然清楚知晓哲学的目的在于对智慧的追求,一方面呼吁着对于“权力”的

解构;但另一方面却任由文化霸权夹杂着真理的神圣,作弄着其他的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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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魏]王弼:《周易注·上经·乾》,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3 页;《周易注·上
经·坤》,第 17 页。
张景、张松辉译注:《老子道德经》第 25 章,中华书局 2021 年版,第 99 页。



殖民地,只是因为话语的纠缠与夹杂,人们更无法去处理而已。

科学主义(scienticism)似乎曾被反省过,但只是话语的反省,无助于

事,其实,它仍然强而有力地作用在这世界上。 它从信息业跨到了生命

科学、生物科技,虽然因之也引出相关的生命伦理学之检讨,但生命的复

制已然产生,人的复制也在既被反对,但又被偷偷地进行着。 可以想见

的是,人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ty)以及其他相关的文化传统、价值确认、

知识结构必然面临严重的问题。 信息产业的过度膨胀,话语的传达数量

突破某个层次,正如同话语通货膨胀,币值贬低甚至形同粪土,此时真理

还可能引发人们的真诚向往吗? 当人们宣称不再有真理时,哲学能做的

将不再是追求真理,而是去审视为什么会这样,但恐怕已经来不及。 现代

性“工具理性”的高张使得人陷入严重的异化之中,但工具理性并没有因此

就可能被扫却,尽管人们呼吁须要正视“价值理性”,但这样的呼吁就在工

具理性的话语氛围中被绞缠在里头,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像哈贝马斯就提

出“理想沟通情境”的必要性,但很可能这即使作为向往都不可能。 问题就

在于人已在现代工具理性的话语系统中被宰制、被异化,一切已矣! 一切

已矣! 不过正因为是如此的纷杂与多音,也让出了一些可能性,尽管这些

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但我们却得正视这样的“微明”之光。

由于话语系统的缠绕纠葛相绞使得工具理性的高张成了一种奇特的

困境,这困境却因之让人得以正视真切的存在觉知,这样的存在觉知宣称

要跨过原先的话语中心来思考。 于是,人们将话语中心、男性中心、理性中

心做了另类的清理,甚至异性恋中心也受到了波及,人们的话语在多音中

开始找寻新的可能。 社会的结构开始变动得让人难以理解,国家性、民族

性、男性、女性、理性、话语的对象性、人的主体性……凡此种种都在瓦解之

中。 虚无、怀疑、神秘……实存、觉知、场域的思考悄然升起,大家并没有宣

称它们的重要,甚至是排斥,但却不觉已然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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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东方兴起、文明交谈与融通

东方已然兴起,已经不必宣称,因为这样的事实,是确然无可怀疑

的。 在多音下,文化的多元思考、多中心思考,已经是人们必得承认的事

情。 当原先的话语系统已经疲惫,话语货币已然贬值,新的话语货币之

船正升火待发,在对比之下,我们的儒道佛传统,印度的古奥义书传统、

印度教传统,乃至伊斯兰的古兰经传统,正在酝酿中。 敏感的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说这是“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不幸的是,文明却果真通过“9·11”来示现这悲惨的事实。① 但话说回

来,特别是站立在儒道佛传统的我们主张,文明要有新的对话与交谈,宗

教要有新的倾听与交融,人的生命要在话语褪去后,用真实的天机交往。

我们正等待着,正升火待发。 显然地,对于我们这个不是以“话语、理智”

为中心的族群来说,“生命存在、场域觉知”一直是我们所重视的,正因为

我们强调的“不可说”与“可说”的连续性这样的道论传统,我们反而有一

崭新的可能。 这可能是﹕当西方一直喊着“语言学转向”的时候,我们却

可以进一层地去问,在语言学转向之后,进一步的发展可能,那却是回溯

到一“不可说”的“寂静空无”之中。

因为我们知晓的不只是“语言是存有之道落实于人间世的居宅”,而

且“存有之道正是话语调适而上遂的形上家乡”。 我们知道:“话语”与

“存有之道”是“互藏而为宅” “交发以为用”的,这“两端而一致”的思考

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哲学传统,有机会清楚地确

知西方哲学所说的“存有的异化”原来该是“话语的异化”;他们所强调的

“语言的治疗”,我们确知其实要回溯到“存有之道”才可能有“存有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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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关于塞缪尔·亨廷顿的见解,参见氏著:《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黄裕美译,联
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7 年版。



疗”。 从海德格尔对于西方文明的总体反省起,我们却进一步可以对比

发现中国哲学在方向上有着无与伦比的优越性。 我们深知“言外有知”

“知外有思”“思外有在”,我们不能全幅的如巴曼尼德就认定“思维与存

在的一致性”,自老子的“有名万物之母”“始制有名”,到王弼的“名以定

形”,我们确知的是人们经由主体的对象化活动,由名言概念话语的决

定,才使得那对象成了一决定了的定象。 外物是经由人们所建构起来

的,正如同公孙龙子《指物论》上说的“物莫非指,而指非指。 天下无指,

物无可谓物”①。 我们一方面清楚地知晓如何“曲成万物而不遗”,如何

是“有名万物之母”;另一方面却也知道如何“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②,

如何“无名天地之始”③。

原来《易经》所说的“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也有了崭新的理

解可能,而不会落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之后” (Metaphysics)来理解而

已。 这么一来,我们将可以经由价值哲学、实践哲学,以人参赞天地之化

育而重新复活形而上学的可能。 就在这样的理解与诠释里,我们将明白

“存有的根源”之为“根源”乃因其为天地人交与参赞而构成的总体,它即

是“场域”,即是“存在”,即是“觉知”,就在这“境识俱泯”下进一步而“境

识俱显”,这即是“存有的彰显”,而进一步则是“以识执境”落实为“存有

的执定”。 原来存有学、价值学、知识论与道德实践是一体而不分的。

“三才者,天地人”的传统有了恰当的诠释,“场域”中有“存在”,“存

在”中有“觉知”,“觉知”后方有“话语”,“话语”本来就只是个“权”,如

何的“开权显实”那是极为重要的,这涉及的是存有安宅的确立问题,是

人安身立命的问题。④ 西方主客两橛观下的个体性、原子性原则,在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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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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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战国]公孙龙:《墨经公孙龙子译注》,张荣明译注,中华书局 2021 年版,第 278 页。
[魏]王弼:《周易注·系辞上》,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345 页。
张景、张松辉译注:《老子道德经》第 1 章,中华书局 2021 年版,第 1 页。
按:关于“存有、场域与觉知”,参见林安梧《二十一世纪人文精神之展望:“存有”、“场域”
与“觉知”》(2002 年 3 月讲稿),收入高强华、戴维扬主编:《新世纪教育展望与实践》,台
湾师范大学 2002 年版,第 125—158 页。



化之后面对的是彻底的虚无与空寂的挑战;相对来说,我们强调的是

“家”,一个生命生长氤氲的处所,一个生命能得生长的场域,“个体”与

“群体”就在此中协调和谐,好自生长。 我们深知在理性架构展开分析之

前,生命的觉知场域是更为优先的;我们深知在意识所及的对象化过程

之前,有一意识所及之前的主客不分的状态,这是更为优先的,人的生命

就在这过程中长养以成。 进入二十一世纪,哲学的领域随着文明的变迁

多有变异,特别值得我们留意的不是它增减了多少版图,而是由于它作

为“智慧真理”的永恒追求的性格,让我们真切地觉知到,唯有回到人这

活生生的实存而有的“此在”,才可能有真实之场域的觉醒,才可能有一

真切的哲学疗治活动。 当然,这标示着不是文明与宗教的冲突,而是倾

听彼此的心灵的声音,这才是交谈。

结语：克明俊德、协和万邦

这篇论文对自己的学思,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做了历程式的

反思,重点则在经由华夏传统经典的自然观,指出彼此融通而互补的路

径。 他们都回归于“三才者,天地人”的大脉络,并且响应《易经》天人合

德的脉络系统。 再者,这样的脉络系统隐含着一个极为独特的原理,他

预取“存在与价值的和合性”作为第一原理。 相对来说,这与古希腊以来

“巴曼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主流传统,即以“思维与存在的一

致性”作为第一原理,大相径庭。 再者,我们发现近现代以来人与天地自

然的疏离与异化与此密切相关。

当前,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必须正视这两个原理孰先孰后的问

题。 我们通过儒家“志于道,据于德”①与道家“道生之,德畜之”②的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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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陈晓芬、徐儒家译注:《论语·述而》,中华书局 2015 年版,第 76 页。
张景、张松辉译注:《老子道德经》第 51 章,中华书局 2021 年版,第 210 页。



而互补的结构,指出这样的“道德”传统,可以引领人们重新去思考一个

恰当的天地人我万物的合一观的向度,并经由这样的思考,确立一适当

的自然人文观(天人合德观)。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①,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②,儒道两家将可以对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文明提

出适当的针砭批评,并对他能起着生态疗愈的效用。

进一步,我们从“天人合德”起论,进一步深化为“存有三态论”的论

述,指出以“存有的根源” “存有的开显”与“存有的执定”三者为体系建

构支柱,它重视在现代化(外王)的历程中重新调适公民正义与心性修养

(内圣)的方法途径。 一方面恰当调适而上遂于“道”,另一方面则具体而

落实于“生活世界”之中,在“多元”中调理出“一统”。 最后,我们检讨了

“全球化”所可能带来的普遍性危机,并寻求其克服之道,作者以为儒道

佛三教思想隐含了一极可贵的意义治疗学思维。

这将有助于开启诸多现代化之后的思想对话,并寻求进一步融通的

可能。 回溯《礼记·礼运》篇的思想,期待“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③。

只要大家归返到最为原初的存在之道的韵律之中,“一阴一阳之谓道。

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④。 祈愿天下苍生都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

居,乐其俗”⑤,“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⑥,“克明俊德,以亲九

族。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⑦。

———2022 年 9 月 12 日修订完稿于台北元亨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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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张景、张松辉译注:《老子道德经》第 25 章,中华书局 2021 年版,第 99 页。
[清]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卷三《大禹谟》,何晋点校,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148—149 页。
[汉]郑玄注:《礼记注》卷七《礼运》,王锷点校,中华书局 2021 年版,第 290 页。
[魏]王弼:《周易注·系辞上》,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345—346 页。
张景、张松辉译注:《老子道德经》第 80 章,中华书局 2021 年版,第 310 页。
陈晓芬、徐儒家译注:《论语·公冶长》,中华书局 2015 年版,第 59 页。
[清]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卷三《尧典》,何晋点校,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12—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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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learning
 

objectives
 

and
 

cultivation
 

methods:
 

fundamentally,
 

Lu
 

is
 

“to
 

explore
 

one's
 

own
 

heart
 

with
 

all
 

one's
 

might”
 

(Jin
 

Wo
 

Zhi
 

Xin),
 

i. e.
 

“to
 

discover
 

one's
 

original
 

heart”
 

(Yi
 

Jian
 

Gong
 

Fu),
 

while
 

Zhu
 

is
 

“keep
 

the
 

Justice,
 

eliminate
 

the
 

Desire” (Cun
 

Tian
 

Li,
 

Mie
 

Ren
 

Yu),
 

i. e.
 

“to
 

investigate
 

things
 

is
 

to
 

attain
 

knowledge
 

and
 

live
 

in
 

respect
 

for
 

things ”
 

( Ge
 

Wu
 

Ju
 

Jing ).
 

Third,
 

Zhu
 

and
 

Lu's
 

understanding
 

of
 

“xin”
 

(heart)
 

is
 

different,
 

Zhu
 

has
 

“Dao
 

Xin”
 

( the
 

heart
 

of
 

righteousness)
 

and
 

“ Ren
 

Xin”
 

( the
 

heart
 

of
 

material
 

desires),
 

but
 

Lu
 

believes
 

that
 

the
 

heart
 

of
 

the
 

righteousness
 

and
 

the
 

heart
 

of
 

material
 

desires
 

are
 

in
 

one,
 

which
 

is
 

“ Ben
 

Xin”
 

( one's
 

true / original
 

heart) .
 

The
 

fourth
 

is
 

the
 

debate
 

between
 

Zhu
 

and
 

Lu
 

on
 

ontology,
 

i. e.
 

whether
 

the
 

origin
 

of
 

the
 

world
 

is
 

Wuji
 

or
 

Taiji;
 

and
 

whether
 

Yin
 

and
 

Yang
 

are
 

forms
 

or
 

Tao.

Keywords:
 

Zhu
 

Xi's
 

Neo-Confucianism;
 

Lu
 

Jiuyuan's
 

mind-heart
 

theory;
 

Arguments
 

between
 

Zhu
 

and
 

Lu;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Zhu
 

and
 

Lu;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he
 

Possible
 

Heal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lassics
 

on
 

Nature
 

for
 

Civilization
 

in
 

21st
 

Century———From
 

“Moral
 

Unification
 

Between
 

the
 

Heavens
 

and
 

Mankind”
 

and
 

“Three-state
 

Theory
 

of
 

Being”

Lin
 

Anwu

Abstract:
 

The
 

ills
 

of
 

modernity
 

require
 

us
 

to
 

draw
 

on
 

the
 

wisdom
 

of
 

ancient
 

sages
 

and
 

to
 

rethink
 

“moral
 

unification
 

between
 

the
 

heavens
 

and
 

mankind”.
 

We
 

follow
 

one
 

possible
 

cultural
 

direction
 

of
 

post
 

Neo-Confucianism
 

to
 

further
 

elaborate
 

on
 

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s
 

and
 

mankind,
 

i. e.
 

how
 

can
 

men
 

confront
 

the
 

new
 

situation
 

of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plu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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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 three-state
 

theory
 

of
 

being ”.
 

The
 

“ three-state
 

theory
 

of
 

being”,
 

with
 

“ source
 

of
 

being”,
 

“ showing
 

of
 

being”,
 

and
 

“ persistence
 

of
 

being”
 

as
 

its
 

three
 

pillars,
 

is
 

a
 

blending
 

of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Western
 

religious
 

philosophy.
 

I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readjusting
 

citizen
 

justice
 

and
 

spiritual
 

cultivation
 

in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On
 

one
 

hand,
 

it
 

is
 

properly
 

adjusted
 

to
 

go
 

up
 

to
 

the
 

“Tao”;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specifically
 

implemented
 

in
 

the
 

real
 

world,
 

which
 

sorts
 

out
 

the
 

unification
 

from
 

plurality.
 

At
 

the
 

same
 

time,
 

it
 

is
 

important
 

to
 

examine
 

the
 

possible
 

common
 

crisis
 

brought
 

by
 

globalization
 

and
 

to
 

seek
 

for
 

solutions
 

by
 

employing
 

the
 

invaluable
 

therapeutic
 

thinking
 

implicit
 

in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This
 

would
 

be
 

helpful
 

to
 

start
 

numerous
 

ideological
 

dialogues
 

after
 

modernization
 

and
 

seek
 

the
 

possibility
 

of
 

further
 

integration.

Keywords:
 

Theory
 

of
 

Being;
 

Discourse;
 

Therapy;
 

Modernity;
 

Diversity;
 

Unification　

An
 

Analysis
 

of
 

Confucian
 

View
 

of
 

Nature
 

Characterized
 

by
 

the
 

Idea
 

of
 

Spreading
 

Love
 

to
 

All
 

Things

Dong
 

Jinyu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fucian
 

view
 

of
 

nature,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idea
 

of
 

spreading
 

love
 

to
 

all
 

things,
 

and
 

to
 

discover
 

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are
 

revealed.
 

It
 

is
 

believed
 

that
 

its
 

connotation
 

and
 

form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stages:
 

its
 

foundation
 

in
 

the
 

core
 

of
 

Confucius'
 

thought,
 

love
 

for
 

others,
 

its
 

development
 

in
 

Mencius'
 

and
 

Xuncius's
 

thought
 

that
 

man
 

should
 

follow
 

the
 

laws
 

of
 

all
 

things
 

when
 

taking
 

resources
 

from
 

nature,
 

and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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